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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管理外侨学校的地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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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妥善安置在华外侨学校，既事关国家教育主权的回收，又关涉在华外国人相关问题

的处置，还与中国的对外关系紧密相关，因此备受关注。 其中，上海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与上海市教育局较早注意到该问

题，并提出应对之策。 它们不仅率先对上海的外侨学校进行了充分调研，还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公布了《有关外侨办学的公

告》等文件。 通过考辨多部门之间围绕外侨学校问题进行的多边协商和政策制订过程，探讨国家教育部门、外交部门与地

方政府之间的因应与互动，有助于呈现被学界忽视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管理外侨学校的诸多历史细部，为深化新中

国史、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一则生动而鲜活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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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来华外国侨民的增多，针对侨民子女开办的中等及以下学校———“外侨学校”就
成为他们在居住国为其子女完成高等教育前“国民教育”的重要机构。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对种

类繁杂、数量众多且疏于管理的在华外侨学校做出妥善安置，既事关国家教育主权的回收，又关涉

在华外国人相关问题的处理，一定程度上，其应对的妥善与否还可能影响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因此

成为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其间，作为全国较早注意到该问题并提出应对之

策的地方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不仅率先对上海地区的外侨学校进行了充分调研，还在全国范围内

较早公布了《有关外侨办学的公告》等文件，成为新生的人民政府应对外侨学校问题的历史样本之

一。
既有的研究多将重心置于中共对于大学的接管、改革或撤并，对于长期处于人民政府管理真空

地带的外侨学校则鲜有论及。① 基于此，本文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辅之以报刊、中共中

央文件等多种史料，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多部门之间围绕外侨学校问题进行的多边协商，呈现

政策的制订过程，探讨国家教育部门、外交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因应与互动，进而揭示被学界忽

视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管理外侨学校的诸多历史细部，为深化新中国史、中共党史研究提供

一则生动而鲜活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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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学宝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研究，涉及中共在教育领域“暂维原状”政策的提出及实施过程。
参见彭学宝：《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教育的接管及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上海美童公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9BZS087）阶段性成果

造问题，学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高等教育领域，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教会大学及私立大学的改造与消亡，呈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初教育制度的变革。 参见李立匣：《建国初期教育制度变迁与私立高等教育消亡过程》，《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郑
刚：《从接办改造到合并：建国初期私立大学的变迁及其原因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李松林：《浅析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我国对私立学校的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李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
《开放时代》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李靖：《建国初期私立大学变迁———以上海大同大学为个案的考察（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硕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２０１０ 年；陈红：《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高校教学改革研究———以上海私立大同大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

学历史学系，２０１１ 年；李芳：《建国后教会大学的改造与调整：以齐鲁大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２０１１ 年；
朱新华：《建国初期上海教会大学接管与改组研究（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２）》，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２０１２ 年；栾翔飞：《接管

·改造·撤并———建国初期上海震旦大学的历史变迁（１９４９—１９５２）》，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２０１６ 年等。



一　 国民党政府管理上海外侨学校的初步尝试

自北洋政府时期以来，各届中国政府均将外侨学校视为私立学校，办理立案手续。 北洋政府

《私立学校规程》第一条就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

立之学校均属之”；①到国民政府时期，则依规对《私立学校规程》提出修正，规定“私人或团体设立

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之学校亦属之”，②同样将外侨学校视作私立学校，其开办变更及停

办，须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教育部侨务委员会公布《侨民中小学规程》，
总则第二条规定“侨民中小学，以当地侨民筹款自办为原则”，同时第六条强调“侨民中小学，应受

该管领事或教育部及侨务委员会派往调查或办理侨民教育之人员，监督指导”。 该规程还对侨民中

小学的经费、设备、课程、训育、校董会、教职员、学生等各个方面提出要求。③

而具体到上海，则更显特殊。 上海自开埠以来，各国侨民数量稳步增多，其子女教育问题备受

关注。 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沪外侨学校种类繁杂，数量众多，且因其多设在租界地区，直接受公共

租界工部局或法租界公董局下设的教育委员会管辖，并未向上海市政府教育局登记。④ １９４３ 年，上
海租界被收回。 但直至抗战胜利后，对外侨学校的管理才逐步被纳入中国政府的职权范围。 而在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忙于战后复员，对外侨学校一直无力过问。 随着生活与工作秩序日趋正常，
各地请求新设或恢复外侨学校的事例日多，教育部开始着手应对此事。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海

《立报》刊登一则简讯就注意到：“本市及国内各大都市，外籍居民甚多，每有请求设立学校，教育本

国子弟者，现经教部决定在平等互惠原则下，准予设立，但外籍居民所设学校，应由侨民私人，或团

体设立，只准设立中等以下学校，教育其本国子弟，不得招收中国学生，并应尊重中国法令规定办

理，受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⑤

与中国其他城市相较，“上海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各国人民侨居本市者甚众，外侨主办之学校日

益增多，且情形复杂，过去租界时期均未予以登记，胜利后施政当局因忙于一般复员工作，未能注意

及此”，⑥加之“外侨学校专以教育外侨子女，与国人创立学校情形不同，统一管理殊感未便”，⑦为了

具体落实教育部的指令，结合上海的实际更快推进此项工作，上海市教育局旋即拟定了上海市外侨

学校登记办法六条及申请登记表，后报经局务会议获得通过。
４ 月 ２６ 日，顾毓琇局长、李熙谋副局长正式将《上海市外侨学校登记办法》（中英文）呈报上海

市市长吴国桢。 该办法凡六条：
１． 凡在上海市区内设立之外侨学校均应向市教育局登记。
２． 外侨学校市教育局得随时派员视察。
３． 外侨学校不得招收中国学生。
４． 外侨学校对于中国及友邦不得作有损邦交之宣传。
５． 外侨学校之课程应包括中国历史地理及中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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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私立学校规程》（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布》，《大学院公报》１９２８ 年第 １ 期，第 ３９ 页。
《修正私立学校规程》（教育部第 １０６９３ 号部令公布），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 １ 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３４３ 页。
《侨民中小学规程》（教育部侨务委员会第 １８８１ 号令修正公布），１９３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教育部参事室编《教育法令》，中华书

局 １９４７ 年版，第 ３６５ 页。
自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工部局开办了 １１ 所外侨学校，公董局开办了 ６ 所外侨学校，租界当局给予外侨学校每

年一定的补助费。 参见《上海租界志》编辑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４７４—４７９ 页。
《教部核准外侨在我国设学校》，《立报》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第 ８ 版。
《市教局办理外侨学校登记》，《上海教育周刊》第 １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７ 年。
《市教局办理外侨学校登记》，《新闻报》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第 ８ 版。



６． 另订历年呈报事项表应于每学期终了时陈报备查。①

附在此登记办法之后的是一份《上海市外侨学校申请登记表》，主要填报项目有学校名称及校址、简
史、校董会或设立者、经济情形与设备情形、班级编制、校长及重要职员、各级学生人数、课程等内

容。② 可以注意到，《登记办法》的条款诸如招生学生的国籍等方面参考了教育部指令，但并未对外

侨学校的属性做出明确的界定。 或正因如此，上海市教育局呈报上海市政府的《登记办法》并没有

获准备案，而是要求将此《登记办法》先行上报并获得教育部的批准。 结果，教育部要求上海市教育

局对此办法进行修正，并另订一份管理办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上海市教育局根据要求制订了新的《上海市外侨学校管理办法》。 逮

至 １９４８ 年初，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最终相继核准了这一办法。③ 同年 ３ 月 １ 日，该管理办法和附表

通过《上海市政府公报》正式发布。④ 与此前上海市教育局制订的登记办法一样，该管理办法也是中

英双语，共六条：
１． 外国私人或私法人得在本市设立教育其本国子女之中等以下学校（以下简称外侨学

校）。
２． 外侨学校均应向市教育局办理登记。
３． 市教育局得随时派员视察外侨学校。
４． 外侨学校不得招收中国学生。
５． 外侨学校应填报规定事项。
６． 已登记之外侨学校由市教育局颁发登记证书。⑤

附在这份管理办法之后的是《上海市外侨学校填报表》，填报内容有校名校址、年级、设立人或设立

法人代表的姓名国籍职业住址等、校长及重要职员、各级学生人数等。⑥

从《上海市外侨学校登记办法》到最终公布的《上海市外侨学校管理办法》，可以发现，两者对

内容都强调：一是市教育局对外侨学校负有监管职责，可随时派遣工作人员视察外侨学校；二是均

要求“外侨学校不得招收中国学生”，对外侨学校的学生属性做出了明确规定，而这两条也恰是教育

部特别强调和重视的。 两者的不同则体现在：一是，《管理办法》强调了外侨学校的办学层次，即只

能是由外国私人或私人团体设立的教育本国子弟的中等及以下学校；二是上海市教育局是外侨学

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外侨学校须向教育局办理登记，并由教育局颁发登记证书；三是《管理办法》删
除了《登记办法》中的“外侨学校对于中国及友邦不得作有损邦交之宣传”和“外侨学校之课程应包

括中国历史地理及中国语文”两条规定。
《上海市外侨学校及管理办法》核准通过之后，立即引起沪上媒介的关注，《申报》《新闻报》《民

国日报》《上海教育周刊》等报刊纷纷予以刊载介绍。 随后外侨学校也开始根据《管理办法》进行登

记。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新闻报》就注意到：两所外侨学校即法国公学和英国学校已经向上海市

教育局登记备案，“市教局业经查明，应准登记，并颁给登记收执”。⑦

不过，此时上海市政府对于外侨学校的管理已是有心无力。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

的顾毓琇被任命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校长，自 １９４８ 年秋至 １９４９ 年初，他奔波于台北及广州处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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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上海市外侨学校登记办法（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海市政府外侨学校登记办法等一案》， Ｑ１⁃１３⁃１８１，第 ６ 页，上海市档

案馆藏。 以下档案均藏上海市档案馆，不再一一注明。
《上海市外侨学校申请登记表（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海市政府外侨学校登记办法等一案》， Ｑ１⁃１３⁃１８１，第 ７ 页。
《修订本市外侨学校管理办法一案准予备案（１９４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海市政府外侨学校登记办法等一案》， Ｑ１⁃１３⁃１８１，

第 １３ 页。
《上海市外侨学校管理办法》，《上海市政府公报》第 ８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８ 年，第 ２２０ 页。
《上海市外侨学校管理办法（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海市政府外侨学校登记办法等一案》， Ｑ１⁃１３⁃１８１，第 １０ 页。
《上海市外侨学校填报表（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海市政府外侨学校登记办法等一案》， Ｑ１⁃１３⁃１８１，第 １２ 页。
《外侨学校两所向教育局登记》，《新闻报》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 ９ 版。



种公务，上海市教育局由副局长李熙谋任代理局长。① １９４９ 年春，随着解放上海战役的打响，启动不

久的外侨学校管理工作陷于停滞。

二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外侨学校事务的冷处理

新中国宣告成立前中共已经关注到外侨学校的管理问题。 １９４９ 年初，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

东亲自修改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就规定：对于外国人办的学校，中共中央将其分为两类，
一类是私立外国学校，暂许其维持现状，但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必须报告学校经费来源，新请成立

者，则不予批准；另一类是专为在华外国儿童主办的外国小学校，“许其存在，但亦须报告备案”。②

《指示》同时强调，在具体的执行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
３ 月 ５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重申了类似的主张：“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

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 对于普

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③

尽管中共中央处理外侨学校及其相关事项的指导方针已确立，但具体到地方，则情况各有不

同。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海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以下简称市

军管会），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 ５ 月 ２８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陈毅为市长，
曾山、潘汉年、韦悫为副市长。 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即开始接管工作。④ 到

７ 月，接管工作基本结束。 其间，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政权各类机构共 １ ３９７ 个单位，政务接

管委员会接管了包括教育局在内的国民党市府 ９ 局 ６ 处 ６ 室共 ２１ 个机构。 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

接管了大专学院 ２６ 个单位，中等教育机构 ５０３ 个单位。⑤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底的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市

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共 ２３ 个，教育局为其中之一，外侨事务处则直属市军管会和市政府。 外侨

事务处“负责处理和协同其他主管部门处理涉及外国侨民之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及其他事务”；上
海市政府教育局“负责管理公私立各级中小学校及社会教育文化机关———图书馆、民教馆等事

项”。⑥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起，外侨事务处奉命改名为外事处，仍由黄华任处长。⑦

但是，考虑到中共中央制定的严格的外事纪律，即规定一切进入城市的部队及工作人员，在未

经请示上级并得到上级指示前，不得擅自处理涉及外国机构及外侨的问题。 一切涉外问题均应由

外侨事务处或由有关部门会同外侨事务处处理，⑧外侨学校的管理在整个接管过程中显得相对滞

后。 因为外侨学校以开展中小学教育为主，理应归上海市教育局管辖，但它的举办者又是居住在上

海的外国人，外侨事务归军管会直属的外侨事务处管理。 因此，外侨学校既是教育工作，但更是外

事事务，加之对中共中央涉外接管工作的严格纪律的顾虑，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外事部门对此项工

作最初都表现得谨小慎微。
这种谨慎的处理方式对于新政权无疑是合理的，然而，对于当时仍在正常开办的外侨学校，它

们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办理登记手续，以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许可，使其学校能够在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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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毓琇：《一个家庭，两个世界》，张遇、杨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７５—１７６ 页。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１８ 册（１９４９ 年 １ 月至 ９ 月），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４６ 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５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２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７０ 页。
上海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上海党政机构沿革（１９４９—１９８６）》，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３ 页。
上海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上海党政机构沿革（１９４９—１９８６）》，第 ５ 页。
上海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上海党政机构沿革（１９４９—１９８６）》，第 ４—７ 页。
梁于藩：《上海解放初期的外事工作》，《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４２ 页。
梁于藩：《上海解放初期的外事工作》，《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第 １３８ 页。



权的管理之下合法地继续开办。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朝鲜人民仁成学校①负责人持文，向军管会

外侨事务处呈报该校开学日期，并请外侨事务处对该校的办理方针予以指示。 １１ 月 ７ 日，外侨事务

处出具意见，认为“该校既系早已设立，在我对外侨学校处理办法未确定前，暂准其照常开学，但不

必给以正式书面文件，至该校所提其他问题，则暂不予置答”。 同时，将该校呈递的各项文件送至上

海市教育局，“希查照为荷”。② １１ 月 １１ 日，上海市教育局提出处理意见：“查外侨学校之管理，过去

伪教育局时代无案可稽，接管时亦未经本处接管；此后之管理似亦仍归外侨事务处较为适合，拟将

原件仍退还外事处”。③

可以注意到，朝鲜人民仁成学校请求备案为针对招收侨民子弟的学校登记备案开一先例，即考

虑到“无案可稽”，上海市教育局和外侨事务处达成一致，以外侨事务处意见为主，决定“暂准”外侨

学校“照常开学”。 但是，上海外侨学校种类繁多，需求各异，如不能全面掌握在沪外侨学校的整体

情况，外侨学校管理政策的制定将难有依据。 为此，１９５０ 年伊始，在上海军管会外侨事务处的主持

下，开始对上海市外侨学校展开调查。
这次调查活动，主要请各外侨学校的负责人到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进行面谈，外侨事务处再将

面谈内容形成书面报告，最后形成一份《上海市外侨学校调查》的内部文件。 这份文件共 ５１ 页，目
录 １ 页，撰有《上海外侨学校调查说明》，内含《上海外侨学校统计表》和各外侨学校的调查情况。
《调查说明》坦言：“此次调查材料，主要系根据各校负责人来本处谈话以及书面报告整理而成，侧
面材料较少，许多不够全面和深入的地方，只好留待以后再加补充。 这个初生的调查只是将来更有

系统的更深入的调查的基础或是开始而已。”④

调查活动主要针对 １１ 所学校展开，即英国学校、法国学校、德国学校、犹太学校、上海朝鲜人民

仁成学校、圣心女中、圣方济中学、圣约翰纳外侨中小学、苏联学校、苏联商学院、徐家汇天主堂神学

院。 外侨学校按其性质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外侨子弟学校，“这类学校创办人有的是侨民团体，有的

是商会，有的是从前的租界当局，有的是政党，有的是私人，但其主要性质为对各国侨民子女实行本

国教育。 所收学生以本国侨民子弟为主，其他国籍学生次之，中国学生亦兼收，但占少数。 如英国

学校、法国学校、德国学校、犹太学校、朝鲜人民仁成学校、苏联学校、苏联商学院。 法国学校与苏联

商学院各设有法文及俄文补习班，主要对象为中国学生。 美童公学本属此类，解放后该校已停办，
故不列入。”⑤第二类是教会学校，“这里所指的教会学校是外国教会专为外侨学生而设的学校，专为

中国学生设置的学校，已向教育局登记，因此不在调查范围内。 这类学校共三所，即圣心中学、圣方

济中学、圣约翰纳外侨中小学，皆属天主教所创办，所收学生虽以教徒子女为主，但不限宗教信仰，
不限国籍。 中国学生也相当多，学校的课程中对宗教课较为重视，学生活动中宗教色彩也较浓厚。
盲童学校，福哑学校本属此类，最近该两校已在教育局办理登记，故不再列入。”⑥第三类是神学院，
“这是教会为培养神父或牧师所设置的高等学府，又类似修道院的性质，其课程全部属宗教，学生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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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民仁成学校，成立于 １９１６ 年，是旅沪韩侨开办的一所重要学校。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因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
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警告下被迫关闭。 １９４５ 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学校开始复校运动，至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终于复校，校址位于四川路虬江

支路吉祥里 ２ 号，并增办初中班。 上海解放后，朝鲜人民民主联合会接办了这所学校，校长金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朝鲜籍。
学校设中学部与小学部，共有教员 ７ 人，学生 ５０ 人，均为朝鲜籍。 见《朝鲜人民仁成学校》，《上海市外侨学校调查》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Ｂ１０５⁃５⁃１３５０，第 ２１、２４ 页。 石源华编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１９１９—１９４５）》，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２２２ 页。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致上海市教育局公函》，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市教育局与外侨事务处、华东纺管局关

于管理外侨学校与外侨办学问题之来往文书及转发关于各机关、团体、学校等在本市租用外侨房屋、土地调查问题公函》 （以下简

称《上海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公函》），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２—３ 页。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致外侨事务处公函》，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

公函》， 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１ 页。
《上海外侨学校调查说明》，《上海市外侨学校调查》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Ｂ１０５⁃５⁃１３５０，第 ２ 页。
《上海外侨学校调查说明》，《上海市外侨学校调查》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Ｂ１０５⁃５⁃１３５０，第 ２ 页。
《上海外侨学校调查说明》，《上海市外侨学校调查》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Ｂ１０５⁃５⁃１３５０，第 ２ 页。



为教徒，此次只调查一个典型的对象，即徐家汇天主堂神学院，为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最高学府。”①

因后两类学校，人民政府或已正式接管，或通过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７ 日《关于私人或团体申请新设学校或

恢复原校暂行办法》办理了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所以，外侨事务处和上海市教育局需要面对的主

要是第一类即外侨子弟学校（详见表 １）。
表 １　 上海市外侨学校统计表（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学校名称 创办人
创办
年份

校长
外侨
教员

中国
教员

外侨
学生

中国
学生

英国学校 英国商会 １９４５ 潘福罃（英） １１ １ １４７ １５

法国学校 前法公董局 １９１１ 穆浩 附该夜校法文班 １４ ９８ ２

德国学校 德国侨民协会 １８９５ 无校长、主要负责人安满
（德） １１ ５５ １

犹太学校 亚拉伯罕·沙乐门（犹侨） １９０２ 霍伦（英） ９ １ ７３ ４

朝鲜人民
仁成学校

朝鲜人民民主联合会 １９１９ 金斌（韩） ７ ５０

圣心女中 天主教圣心修会 １９２６ 费敬如（加） １１ １ ８６ ３６

圣方济中学 天主教玛利团 １８７４ 勒格朗（法） ９ １３０ ５０

圣约翰纳
外侨中小学

天主教圣母会 １９２１ 吉尔伯（法） １６ ２５５ ２２

苏联学校 苏联侨民协会 １９４６ 鲁明才夫（苏） １１ １ １２９ １

苏联商学院 苏联侨民协会 １９３５ 爱尔铁果夫（苏）附设：
俄文专修班、俄文补习班

４

１４
２０—３０（约）

１２０—１７０

２００（约）
徐家汇天主
堂神学院

天主教耶稣会 １９３０ 翟光华（美） ７ １ ４０ ２８

总计 １２４ ５ １ ０９２—１ １０２ ５１０—５６０

　 　 资料来源：《上海外侨学校调查说明》，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Ｂ１０５⁃５⁃１３５０，第 ２ 页。

通过“暂准照常开学”和调查沟通交流等“冷处理”的方式，多数外侨学校得以维系正常运转，
然而，外侨提出新办学校很快成为外侨事务处和上海市教育局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 具体而言，即
苏联商学院提出要新办俄文补习班和补习学校，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办学的主要对象是中国

学生，外侨事务处原设想的“暂不予置答”行不通了。 ５ 月 ２３ 日，外侨事务处不得以再次致函上海

市教育局，就此事征求其意见，并希望市教育局能够尽快拟定《有关外侨办学的公告》，“以作处理

外侨申请新设学校和整理外侨原有学校的依据”。 在其看来，“只要公告一经公布，事情就好处理

了。 没有一个公告，事情便无法处理”。②

７ 月 ２２ 日，上海市教育局拟定了《有关外侨办学的公告》草案并报外侨事务处征求意见。 ７ 月

２９ 日，外侨事务处函复教育局：“……二、关于通知外侨子弟学校不得收中国学生及不得作有损中

国及中国友邦的宣传教育事，本局同意贵局之处理原则，由本处负责通知他们照办。 三、专收中国

学生之外国学校登记事宜，为能普遍通知起见，拟请贵局登报公告，请拟定公告后先与本处联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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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督教创办的神学院，当时在上海亦有四所，即中央神学院、中华浸会神学院、灵修学院、泰东圣经学院。 这些神学院过去

属外国教会所办，现在改属中国教会，其中虽然还有外国牧师担任教员，但在系统上应视作中国教会活动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包括

在这次调查范围内。 参见《上海外侨学校调查说明》，《上海市外侨学校调查》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Ｂ１０５⁃５⁃１３５０，第 ２ 页。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函复外侨学校登记管理新案》（未具日期），《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

公函》， 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７—８ 页。



后再送登报纸。 四、外侨进行个别教授或家庭教授均不干涉，但不得悬挂补习班招牌张贴招生广告

与勿发毕业证件事，亦拟请贵局作为管理办法之一列入公告内。 以后遇有违反公告之案件请随时

查明，告本处以便处理。”①

上海市教育局注意到，双方主要在两个方面存在分歧：一是外侨事务处主张外侨可以新设专收

中国学生或以中国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学校，而教育局原草案则规定外侨学校必须改由中国人主持，
才准办理登记；二是外侨事务处认为不需要考虑外侨学校设立的时间，均一律照新立学校办理申请

手续；教育局则主张解放前设立的，照解放前设立的一般学校填表登记；解放后新设的，照新设学校

申请设立。 两处分歧之中，又以第一点分歧“尤其重要”，“关系着根本问题”。②

正是在综合双方意见的基础之上，同时规避了争议较大之处，１０ 月 １８ 日，外侨事务处再次函复

上海市教育局，强调：公告内容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外侨补习班及补习学校，而对于外侨子弟学校，
因目前尚不办理登记，且已由本处对该类学校作口头上的通知，所以不必列入公告”；建议公告原第

二项应改为“凡外侨私人或团体所设立，以专收中国学生，或以中国学生为主要对象之学校（包括语

文或其他科目补习班，补习学校及职业学校），不论在上海解放前或解放后设立或复校者，均须依照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７ 日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市政教育处颁行之《关于私人或团体申

请新设学校或恢复原校暂行办法》于 １９５０ 年某月某日前向本局申请办理登记”。 同时指出，公告上

写明“兹制定专收中国学生或以中国学生为主要对象之外侨所设学校登记办法，自即日起公布施

行”。 此公函由时任外侨事务处代理处长的黄华签署，并在文末写明“贵局考虑如同意，请呈准市府

后公布，如尚有意见有待商榷，请即示知”。③

直至此时，上海市教育局内部虽对于外侨事务处的意见仍有不同声音，但“基本上表示同意”，
并认为他们的意见优点在于“充分表示我们对外侨办学及中国人办校，都是依法办理，一视同仁，既
不给他们特权，也不给他们歧视”。④ 可以说，正是通过明确公告的主要对象，淡化主办人的国籍身

份，而让外侨创办专收中国学生，或以中国学生为主要对象之学校成为可能，这些新办学校与原有

外侨子弟学校得以在解放之后存续和发展了一段时间。⑤

三　 华纺局日童班与外侨学校政策的调整

当新生的人民政府稳步推进在华外侨学校事宜之时，新政权面临的国际形势却正发生了急速

的变化。 美苏冷战的加剧与新中国的宣告成立，尤其是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 １０ 月

１９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令美国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持续升级，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中
美的矛盾和冲突由政治和军事领域扩大到文化教育领域。 针对美国政府的封锁和禁运，中国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⑥ １２ 月 ２９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

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首先处理和接收了受美国津贴的各类各级学校。 随

之，政务院又发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要求其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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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公函》，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公

函》， 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１１ 页。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函复外侨学校登记管理新案》（未具日期），《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

公函》， 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７—８ 页。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函复上海市教育局〈公告〉之意见》，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

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公函》， 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１２ 页。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函复外侨学校登记管理新案》（未具日期），《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

公函》， 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１０ 页。
如王以寅、蔡振扬等多人就曾于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 年在上海苏联商学院俄文专修科学习。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研究

室编《上海社会科学界人名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０９、１７８ 页。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１９４８—１９７２》，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７３ 页。



向当地省市人民政府进行专门登记；每半年作书面报告一次，报告其工作及经济情况；若资金移动

或移转，应事先报告，若隐瞒不报或报告不实的，上级人民政府将予以接管、改组或封闭。①

正是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如何管理外侨子弟学校再次进入外交部和教育部的视野。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初，外交部草拟《管理外侨子弟学校的初步意见》，并致函中央教育部，称“我部同意你

部对我部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草拟之《关于外侨子弟学校的初步意见》的修正稿。 此项文件应请你部呈请

政务院批准通令各地”。② 其主要内容共 ６ 条：
一、各地教育行政机关掌管有关外侨子弟学校的登记、管理及监督等事宜，各该地外事机

关协助之。
二、各地外侨子弟学校只限于中学以下程度，并应向所在地教育行政机关申请登记及呈报

中央教育部，但不予立案。 校长、教职员聘定后，应向所在地教育行政机关备案。
三、外侨子弟学校的教学内容及其他活动不容许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外侨子弟学校，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其已有之中国籍学生，应令其转学中国学校。
五、外侨子弟学校毕业生投考中国学校者，须先经省（市）级以上的教育行政机关，视其本

人政治情况和投考校别系别等个别审核批准后得报名投考。
六、外侨子弟学校申请登记后得按照中国私立学校例申请减免房地产税。③

可以注意到，《初步意见》虽由外交部发起制订，但是教育部却在其后的修订完善中发挥了更为重要

的作用，与此前上海的地方实践不同，意见不仅肯定了外侨子弟学校在中国办学的合法性，而且将

其登记、管理及监督事宜赋予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地方外事机关则成为协助者；同时对其教学内

容和其他活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外侨子弟学校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 该意见对于

上海外侨学校的管理工作必将提出新的要求。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将外交部转来的《初步意见》转给上海市教育局，

“以供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公函的右上方用钢笔批注了一个“密”字，还有黄华的一行批示

“先递局长，阅后给局处长阅”。④ 上海市教育局并没有通过其直管部门教育部收到该意见，而是转

手外事部门知悉此公函，加之对于这份公函的阅读限制，上海市教育局不能及时对《初步意见》进行

传达与推行，不仅上海市各类外侨学校不知情，甚至教育局的一般工作人员对此也不掌握。 因此，
上海市教育局相关处室其后在面对华纺局学校开办日童班问题之时，最初显得无所适从。

华东纺织管理局成立于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位于上海，其前身为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纺织工业部。
华东纺织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华东地区的纺织工业，主管棉纺、毛麻、丝绸等专业公司的业务，
指导私营工业及工业之源的调查研究等。⑤ 新中国成立之初，华东纺织管理局仍有不少日籍技术人

员，为照顾并解决日籍技术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华纺局在其所属职工子弟学校中，开设了两个日

童班，共有 １８ 名日籍儿童入学，配有专职日籍教师二人，负责教学事务。 华纺局对于这两个日童

班，除拨给行政经费外，并不过问具体的教学行政等业务。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华纺局召开子弟学校

行政会议时，第五职工子弟学校提交了一件提案《如何帮助日籍师生进步案》，日童教育问题引起华

纺局的注意。 因该提案事关外侨教育，故其认为“应向教育主管部门请予解释后再议”。 ４ 月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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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

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７３ 页。
《上海市军管会外侨处函送教育局外交部转来〈管理外侨子弟学校的初步意见〉抄件》，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市教育局与军

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公函》，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１７ 页。
中央教育部《管理外侨子弟学校的初步意见》（抄本），《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公函》， Ｂ１０５⁃

１⁃１１１２，第 １８ 页。
《上海市军管会外侨处函送教育局外交部转来〈管理外侨子弟学校的初步意见〉抄件》，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市教育局与军

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公函》， 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１７ 页。
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市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７８７ 页。



日，华纺局致函上海市教育局，请求教育行政部门对华纺局的日侨儿童教育问题给予指示。① 上海

市教育局接到来函后，先让初等教育处提出初步意见。
５ 月 １ 日，上海市教育局初教处完成了一份意见草稿，述及华纺三五厂设立日童班的具体情况，

表示其“采用之课程教材系日本政府于战后重新审订的，课堂环境按日本习惯布置的，其生活习惯

仍保持日本特点，为跪地迎接客人，脱鞋进房间等，在许多活动上与厂校能够配合一起，平日关系较

融洽”。 对于外侨子弟教育的管理问题，意见稿中坦言“我们尚未着手摸索，情况陌生得很”，而请

示华东教育部与市府秘书处的结果是“他们尚未考虑过”，外事处对此问题的函复是“请外侨学校

按期报告工作，选择课程教材经费收支情况等，如何管理尚未研究”。 面对这样一个新问题，意见稿

给出的建议是：“对此类职工子弟小学新设之日童班，应准其根据本国政府新规定之学制课程进行

教育，采用之教材只要未见反人民反民主之内容可不过问，已添之华语一科可保留。 班内教学制度

形式，应尊重日本民族国家之特点与形式。 在平等友爱的精神下，厂校可办日童班加强联系，某些

事关学习研究文化娱乐等集体性的活动，可征得他们的同意，约其参加，事关单独对日媾和及日本

人民独立解放争取和平运动的文件、书籍，多介绍给日籍教师阅读并要求他们以此为中心，向日童

施以教育。 有时也可利用适当的时机组织会议，辅以恳谈，借以帮助其进步。 对外侨教育管理问

题，政府尚未明确规定，仅提以上意见，以供参考。”②

上海市教育局初教处的科员李激青在这份意见稿的结尾处，做出两点请示：“一、基本精神同

意，须处长意见。 二、请与外事处联系，究应归外事处管，抑我管？ 应征求他们对这一学校的基本原

则。”③５ 月 ８ 日，在这份意见稿的最后，有用黑色毛笔写下的“可复”意见：“关于外侨子弟学校管理

办法，中央尚无明确规定，一般只要求其登记，不予立案，教学内容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得招

收中国籍学生。 据此原则，可以（一）将该班情况详细报告本局，以便转报中央。 （二）内容只要不

反我国，一般可允其教授，唯其能够进行新思想教育更好，不强授华语，日籍教师可参加。 一般日籍

工作人员学习，主要通过其内部力量，加以改造。 其中如为中国籍学生应行转学。”④

而身为上海市教育局初教处副处长的闫毅千在审阅意见稿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
“华纺是公营的企业，在实际意义上是与公立学校同为政府新主办，在此种学校中，新设立之外侨子

弟教育，当与一般外侨新单设之学校，在要求上当有新区别，针对李激青同志新提出的意见仅作一

般外侨新设之学校来对待是不够妥当的”。 他特别强调：“在中国的学校里，我们不能允许有两个体

系，和两种制度的教育，尽管言语文字不同，但教育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对教师问题，我们应该聘请

华人来担任，或在此两人中有一个是华人，学校教师应归学校统一领导，对思想教育要求应该和中

国儿童一样，当然也须与其国籍联系起来，如达不到这种基本要求，学校可以不办。 我们绝不应将

南洋华侨新办之教育来与日童班相比，因为中国与南洋政治现状不同，我们是持共产主义国际主义

观点来处理此一问题的。”⑤

身为初教处科员的李激青会提出教育局和外事处何为主管部门的疑问，身为副处长的闫毅千

更是提出了严格管理日童班开办的事宜，显然两人对于外事处转来的中央下发的《管理外侨子弟学

校的初步意见》内容尚不完全知情。 ５ 月 １４ 日，上海市教育局将上述意见函复华纺局，并在公函的

·７５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管理外侨学校的地方经验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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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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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次要求“你局可将所属职工子弟小学内设之日童班情况详细报告本局，以便转报中央”。①

为了稳妥起见，李激青与外事处秘书王懋良就此事进行沟通。 ５ 月 ２３ 日，经两人商谈后，拟定

了四点情况汇报：“１． 外侨学校承交由教育局统一管理，目前如有困难，外事处还可协助，如对外文

课本的审查等；２． 具体办法由我们拟定与外事处研究后呈上级审核后施行；３． 有关外侨学校税收减

免问题，可视具体情况处理，不能同外侨私人财产一样对待；４． 在目前尚未有明确规定，可保持原

状，暂不主动去管理，以免生麻烦。 如有条件可令其报告工作———包括课程、制度、教材，内容一律

用中文。”②

６ 月 ５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以局长戴伯韬、副局长杭苇的名义致函华东纺织管理局，就其

询问关于附设日童班如何管理的问题，做了回复：这“你局来函，所询关于所附设之日童班如何管理

一节，目前中央对于外侨子弟学校问题尚无明确规定，一般可维持原状，但其教材内容不容许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可暂时不予干涉。 用中文报告工作情况，复写三份，一份由你局交外事处，二
份由你局转我局，以便再转中央一份。 对日籍教师学习不可作硬性规定。 日籍师生学习华语可在

其自愿原则下适当进行。 我们不作强行的规定。”③这个复函的内容显系主要接受了李激青的初步

意见，以“不主动去管理，以免生麻烦”的基调来应对外侨子弟上学的相关事宜。
“日童班”因系华纺局学校开设，即由中国人开办，同时坚持了“教学内容及其他活动不容许反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要求，又均招收的外籍学生，故上海市教育局准其“保持原状”，同时教

育局又主动行使监管之职，要求其定期进行报告。 可以说，这些要求以政务院通令的《管理外侨子

弟学校的初步意见》为准绳，同时又结合上海的地方实践，充分调动了和发挥了上海外侨事务处协

查之功能，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外侨学校得以存续和发展。 与上海相比，天津市人民政府对于外侨学

校的处置则有失妥当。 因为缺乏调查研究，情况掌握不够，天津市教育局把圣若瑟外侨子弟学校与

圣约翰外侨子弟学校与一般的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相提并论，不区别学校的性质，作出了简单草率

的处理，“一时曾弄成僵局”，受到教育部的点名批评。④

结　 　 语

晚至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５ 日，教育部才发布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外侨子女学校暂行办法》，对
于外侨学校的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办法》强调，“外侨子女学校不得招收中

国籍学生。 其已招收之中国籍学生，应一律限期转入政府或中国私人所办之学校”。 若外籍学生要

投考中国初等、中等及高等学校，则须经过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查批准，如果外侨子女学校

迁移、停办或主要负责人变更时，也需要教育部门核准并逐级转报中央教育部备案。 同时，外侨学

校申请登记后，“得按照中国私立学校例，申请减免学校自用房地产税”。⑤ 可以注意到，该《暂行办

法》是在年初的《管理外侨子弟学校的初步意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完善和细化。 《暂行办法》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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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上海市教育局就外侨教育处理问题函复华东纺织管理局》，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

外侨学校之公函》， 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２０ 页。
《李激青与外事处王懋良同志报告交换意见》，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外侨学校之公

函》， 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２４ 页。
《上海市教育局就外侨教育处理问题函复华东纺织管理局》，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５ 日，《市教育局与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关于管理

外侨学校之公函》， Ｂ１０５⁃１⁃１１１２，第 ２５ 页。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教育部在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的总结报告中，谈到经验和教训时特别提到天津市教育局所

犯的失误，并强调“以上的教训，在明年继续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的工作中，应引起高度注意，不可重犯”。 参见 《教育部关于

１９５１ 年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的总结报告》（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第 １３５ 页。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外侨子女学校暂行办法》（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５ 日教育部发布），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

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 ９８ 页。



要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掌握外侨学校的校产、学生国籍及校长等信息，还对外籍学生投考中国

各级学校的审批权限做出具体要求，如“投考中央直属省（市）之高等学校者，须经中央教育部审查

批准”，严格控制外侨子弟在华升学的渠道。 此外，为了谨慎起见，该《暂行办法》最后一条明确规

定：“本办法经中央教育部请政务院批准后，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内部掌握实施，暂不公布。”①在全

国范围内，对于外侨子女学校的管理，也呈现出谨慎的态度，依据各省市的实际情况分别处置，最大

限度地允许其暂时继续存在，满足外侨子弟的就学需求。②

而就上海处置外侨学校的政策而言，随着日童班问题的解决和中央政策的推行，一个比较大的

变化即教育行政部门较之此前开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而此前主导外侨学校工作的外侨事务部

门开始担纲协助的角色，进一步理顺了外侨学校的主管部门，外侨学校在一定时期内得以有序发

展。
该《暂行办法》是新中国第一份正式的管理外侨学校的中央文件，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却通过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掌握与实施，力争对外侨学校的有序管理。 可以发现，新生的人民政府对

于外侨学校的管理与政策出台，自始至终是与新中国的外交方针紧密相连的，而正是这种把外侨学

校的管理工作置于整个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加以综合考虑，维持现状，才保证了新中国涉外工

作的有利有理有节，维系各方利益之时，保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逮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叶，随着

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外侨学校相继关停。③

（责任编辑：殷　 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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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外侨子女学校暂行办法》（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５ 日教育部发布），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

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 ９８ 页。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 ６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３７—３８ 页。
即使是苏联侨民众多的哈尔滨，１９５５ 年以后，因大批苏侨回国或移居别国，哈尔滨的苏侨学校师生日益减少，１９５６ 年苏侨

学校已不复存在。 据教育部 １９６０ 年调查统计，当时在中国的外侨子女学校还有 １５ 所，上海仅存一所，即上海朝鲜人学校。 参见哈

尔滨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尔滨志 ２４·教育科学技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３６ 页；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

通史》第 ６ 卷，第 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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